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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專業的新視野： 

媒體實踐與台灣的問題 

 

蘇蘅 

 

摘要 

過去十多年社群媒體快速興起，深深影響媒體產業的新聞工作者態度

與行為。本文探討西方新聞專業主義概念在台灣形成過程，以及近年來的

轉變。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奠基於西方民主社會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基礎，

成為全球最常援引的專業概念，但是台灣受到政治和經濟力的交互滲透，

影響媒體專業的穩定發展，因此有探討必要。本文先描繪新聞專業主義引

入台灣的初始概念，接著以西方新聞自律與自主為主軸，討論台灣新聞工

作者的環境如何形塑不同的專業經驗，並導致專業實踐薄弱的原因。最後

探討過去二十年間，新聞環境的劇烈變化，造成媒體大量裁員、記者社會

角色改變，及專業價值消退。本研究發現，古典哲學除了孕育專業倫理概

念，卻忽略「道德勇氣」在專業價值的重要性。本文最後建議在重建新聞

專業理論與概念時，應納入西方近年主張的「專業勇氣」，探討哪些專業觀

點仍需堅守和新增，採取開放態度，克服當下科技帶來的挑戰，重塑危機

中的專業概念。 

關鍵詞：新聞專業主義、媒體轉型、專業勇氣、新媒體、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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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1830 年代以來，美國媒體產業不斷鼓吹新聞業的獨立自主，使得專業

概念抬頭，形成新聞業自我規範的主流價值，影響及於全世界。然而 2000

年以來，近二十年新聞業發生極大改變，社群媒體出現後，新聞媒體快速

走向社群化傳播，媒體重視形式和報導用語創新，公民新聞和使用者生成

內容快速成長，帶給新聞產製與內容新的衝擊，無論新聞選擇或標題營造，

多重視如何吸睛，但是對於「專業」作為媒體工作的核心價值和實踐理念，

卻產生動搖。 

    新聞專業主義理論認為新聞工作應由專業人士負責內容創建、過濾和

傳送（Deuze, 2007: 142-170；Ryfe, 2009；Witschge, 2012），古典專業主

義更強調客觀的重要性，並認為客觀性規範即是記者扮演公正，中立，公

平和可信資訊提供者的基本要求（Deuze, 2005: 446-447），客觀性規範也

衍生了要求記者以追求真理、實現真實、準確、平衡和公平的報導為職志

（Tuchman, 1978）的專業意理。 

    然而新聞環境的發展趨勢和外在條件變化，似乎都和過往的新聞工作

者以專業主義參與客觀公正的新聞業產製和實踐的理想背道而馳。這些新

發展挑戰專業主義的社會文化理論基礎，也動搖此一行業原有的倫理規

範。新聞倫理主張新聞工作者應具有特定的道德感，專業和倫理伴隨並行，

產生對行業的約束力和正當性，也促使新聞業成為一種公共服務、追求公

共利益的行業，如今新聞業對「公共」承諾的基礎正在瓦解。 

    何以致此？原因很多，互動科技和新聞「移民」到網路平台帶來的影

響是重要原因之一。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的變化也有推波助瀾之效。 

    科技方面，網絡連結和社群媒體互動分享的特性，讓記者愈來愈重視

對話（Artwick, 2013），由於每個記者或媒體參與社群媒體以及與受眾互

動的程度不同，使媒體的新聞選擇產生質變：部分媒體更重視流量和吸睛

程度，影響傳統新聞價值的判斷，導致媒體娛樂化效果更為明顯；社交化

傳播容易使媒體重視網路活躍的話題，以及新聞與活躍人士的連結，使記

者更重視線上來源的資訊採用，蒐集資訊方式的改變，也動搖記者事實查

證的生態，過往以「質性查證」為主的資訊尋求與處理，很容易變成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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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率為導向的「量化」取向，加速新聞業本質的全盤改變。 

    換言之，網路科技的快速傳遞與社群連結功能，使媒體蒐集資訊和產

製新聞更有效率，但也改變作業常規。原來需要更多時間查證事實的守門

過程，在當下更重視一天中隨時要出新聞的情況下，新聞時效比追求正確

更重要，媒體守門的專業角色因此逐漸消解。許多訊息發生和新聞採訪需

要同步作業，時效追求侵蝕媒體守門審查的重要性和責任感，這些累積式

的快速變化，對專業產生的負面衝擊難以言喻。 

    學者多認為，在社群媒體時代，過往新聞組織最重視的可信度和信任

感已經不能視為理所當然（Knight & Cook, 2013；Silverman, 2014），Curran

（2010）和Franklin（2012）認為新聞媒體這種改變在過去的歷史進程前所

未見，讓新聞組織充滿矛盾衝突：記者究竟應該重視哪些查證的實踐？新

聞內容如何不被網路的「使用者產製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全盤

操控？媒體和記者如何判斷各種來源的真實和正確？媒體如何承擔及轉化

個人化內容為公共訊息？在在挑戰新聞專業。 

另一方面，新聞媒體的外在經營環境也和過去大為不同。 

近年Google和臉書兩個科技巨頭幾乎主宰線上新聞派送，新聞媒體的

數位廣告營收大部分被社群媒體襲奪（Chyi, Lewis, & Zheng, 2016），出現

新聞來源擴散成長和非中央化現象，被Ramonet（2011: 25）稱之為「新聞

爆炸」（journalism explosion），他用傳統新聞正在解體（traditional journalism 

is disintegrating）形容此一現象。更有學者稱為「新聞業的危機」（journalism 

in crisis），表示新聞業正感受到空前未有的改變，更是新聞業面臨生存正

當性和合理性的嚴峻考驗。新聞業更面臨科技巨頭以外的新競爭，許多國

家出現許多「塵媒體」（dust media）。塵媒體是指數位時代的新科技讓社

會出現許多如星塵般的小媒體，也因為社群網絡普遍，自稱「媒體」的來

源藉著社會網絡擴散而存活，成為網上多元的資訊來源（Ramirez de la 

Piscina, Zabalondo, Aiestaran, & Agirre, 2016），它們不但成為傳統媒體新

聞的新競爭者，也稀釋傳統媒體新聞的「濃度」。 

Franklin（2012: 663）強調，通訊技術創新，嚴酷的競爭，以及觀眾與

廣告市場的營收被大量分割，新聞媒體大砍支出，新聞業傳統經營模式崩

潰。社群媒體成為媒體來源和推動新聞的角色擴張，政府的媒體政策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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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觀眾改變對新聞的要求，新聞呈現方式以及用行動裝置接收的數量愈

來愈多，新聞生產和消費的時空全然改變。 

可知新聞業轉型，代表新聞業逐漸失去兩種主要承諾，其一是對公共

責任的承諾，即新聞媒體不再以履行公共政策責任為導向，轉而重視告知

和擴散訊息，以建立更多與社會大眾的連結和關係。過往由大眾媒體主導

的真實資訊決定與分配、目標市場讀者、以及品質把關的能力都已轉變。

其次是新聞專業選擇的承諾，上述變化使得以新聞專業和倫理為主的產製

原則變得不重要，新聞分享和流量的重要性提升後，大數據、演算法作為

媒體選擇新聞和行銷的機制制約了新聞本質的追求目標。新聞社群傳播化

在短短數年改變新聞業生態，使許多新聞編輯室出現極大的失落感。 

    Willnat, Weaver, & Choi（2013）調查三十一個國家兩萬九千名記者後

發現，「全世界的記者對自己工作都不開心，他們覺得自己像其他行業的

受雇者，產生很負面的感受…最大的壓力是各國新聞人員都感受需要新的

多媒體技能」（同上引：178-179）。另一方面，新聞轉而重視對話和即時，

反而衝擊社會大眾對新聞媒體的信心，許多民眾不再信任大眾媒體的新聞

和消息來源。 

    學者反思此一轉變帶給新聞本質的重大影響，也認為新聞業本身必須

拿出對策振衰起弊。Franklin & Carlson（2011）分析認為，科技改變使得

新聞業必須訓練優質且對新聞有興趣的特別人才投入，才能力挽狂瀾。

Mahugo（2010）反思新聞行業的變化，源於其面臨新挑戰，認為拯救新聞

業，涉及如何捍衛其人文主義和社會功能；認為新聞工作者和新聞業仍應

把吸引（讀者）持續參與和產製高品質新聞作為最終目標（轉引自 Ramirez 

de la Piscina et al., 2016）。 

Pavlik（2013）指出，新聞業未來的生存關鍵在於創新，但這種創新應

該在新聞專業和倫理範疇內進行，「為了確保長期成功，新聞媒體的創新

應以四項原則作為引導：對知識的研究、對言論自由的承諾、追求報導的

真實正確、以及加強倫理規範。事實顯示，早年新聞業的領導者在創新時，

均堅持這些原則，現在同樣的精神也將是建立閱聽眾和數位收入成功之路」 

（同上引：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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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新聞專業主義起於 1940、50 年代，由美國引進。台灣新聞媒體

更於 1988 年解嚴後，法規和政治的束縛大為鬆綁，帶來更多新聞自主權。

但是也把媒體推入高度競爭的時代。台灣第一個專業倫理規範由台北報業

協會在 1940 年制定頒布，當時倡議的專業倫理類似美國的媒體社會責任論

（羅文輝、陳韜文、潘忠黨，2001）。我國學者指出，在先進國家，新聞

專業主義和媒體倫理都是在自由的前提下變成媒體的自我要求，也一度提

倡以美國霍金斯委員會（Hutchins Commission）的社會責任論作為新聞自

律的基礎（李瞻，2009）。 

    李金銓（2004）認為台灣在戒嚴時期，政府主要採取的是黨政媒體所

有權策略，以侍從主義進行賞罰和媒體管控。然而馬星野等人在此時引入

美國專業主義，不但帶入新聞媒體作為民主政治監督者的理念，亦重視美

國專業主義概念的「客觀性」，以發展出一套台灣媒體社會責任的制度和

策略
1
。可以說台灣早期新聞專業主義以美國專業主義為恪遵規範，並以為

新聞工作者若能落實專業主義的實踐，可以促進新聞業的進步發展。然而

「專業」雖然在醫學和法律能作為一種基本知識、技能和執業信念的共識，

也能作為培育人才的指導方針，但是能否影響新聞專業，成為規範新聞工

作者的指導原則，在台灣仍產生許多疑問。 

    綜上，新聞媒體的環境改變，不僅帶給媒體更多衝擊，也凸顯新聞專

業主義實踐不如想像中容易，不時遭遇新的困境。因此，本文目的有四： 

    一、綜述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和新聞業的關係，並說明美國新聞

媒體把專業當作主流價值後，如何引入台灣，以及哪些概念在台灣特別受

到重視。 

    二、西方專業主義作為一種符號資源，進入台灣後有何轉折，有何落

差，原因為何。 

                                                       
1
馬星野為政治大學新聞系 1935 年 9 月在南京創系的系主任，1941 年中國新聞學會在重慶成立，

由王蕓生、程滄波、馬星野等人起草《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十二條，為最早的專業信條，不過被

認為影響有限。馬星野曾說：「民主政治中，建議政府，監督政府，收效最大，影響也最鉅的莫

過於報紙。」代表他對新聞媒體角色的理念。註解資料整理自楊倩蓉（2012）。〈馬星野  新聞教

育拓荒者〉取自政大新聞系網站：https://comm.nccu.edu.tw/zh_tw/member/link18/retired_teachers/ 

%E9%A6%AC%E6%98%9F%E9%87%8E%E3%80%80%E6%96%B0%E8% 81%9E%E6% 95% 99 

%E8%82%B2%E6%8B%93%E8%8D%92%E8%80%85-85204209，以及布萊克、布萊恩特、湯普

森、張詠華（編著）（2017）。《大眾傳播通論》，新北市：崧博出版。 

https://comm.nccu.edu.tw/zh_tw/member/link18/retired_teachers/%20%E9%A6%AC%E6%98%9F%E9%87%8E%E3%80%80%E6%96%B0%E8%25%2081%9E%E6%25%2095%25%2099%20%E8%82%B2%E6%8B%93%E8%8D%92%E8%80%85-85204209
https://comm.nccu.edu.tw/zh_tw/member/link18/retired_teachers/%20%E9%A6%AC%E6%98%9F%E9%87%8E%E3%80%80%E6%96%B0%E8%25%2081%9E%E6%25%2095%25%2099%20%E8%82%B2%E6%8B%93%E8%8D%92%E8%80%85-85204209
https://comm.nccu.edu.tw/zh_tw/member/link18/retired_teachers/%20%E9%A6%AC%E6%98%9F%E9%87%8E%E3%80%80%E6%96%B0%E8%25%2081%9E%E6%25%2095%25%2099%20%E8%82%B2%E6%8B%93%E8%8D%92%E8%80%85-8520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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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回顧新聞專業中最重要的符號概念——新聞自主和自律的演變，

探討台灣在這方面的實踐。 

    四、近年多位西方傳播倫理學者倡議西方專業主義應重視「專業勇

氣」，本文最後將探討這個概念在台灣的可行性，並提出綜合分析和建議。 

貳、激辯中的專業主義 

一、新聞專業主義的萌發 

西方學者認為，專業（profession）是一種以特定知識為基礎的職業，

通常伴隨著一定時間的教育、專業訓練及經驗（Evetts, 2013）。不過新聞專

業的重點仍在強調專業「自主」。 

「自主」概念所以重要，主要是中古世紀以來的西方世界，認為國家

會壓制言論，「自主」即意味把專業控制獨立於國家（政府）之外，並且立

法保障這種自主權。基於這種立論，當時爭取的即是廢除印刷品的課稅和

執照制度，也成為爾後「第四階級」（fourth estate）概念的濫觴（Waisbord, 

2013）。 

    二十世紀以來，許多探討新聞、專業主義和民主之間關係的研究，多

以自由主義為出發點展開闡釋（Glasser & Gunter, 2005；McQuail, 1992； 

Merrill, 1989；Singer, 2007），也發展出以「自主」為核心的媒體運作模式

（Waisbord, 2013）。這個模式假設新聞業有了自主，才能服務民主政治，

新聞業自主的前提即是新聞組織和記者都要獨立自主，才能對民主有貢

獻，唯有自主的新聞才能真正實踐其民主任務，正如 Ettema, Whitney 和

Wackman（1987: 765）所說：「只是蒐集、組合、和選擇新聞，在西方社會

層級裡，只是一種低階工作，但如果認為是專業，就要賦予實質的自主。」 

二、新聞專業的建構主義取向 

Schudson（1978）、Reese（2001）等認為，新聞專業是一種創建的漸

進過程。早年媒體為了建立自己的權威和操作機制，曾經自訂相關要求，

例如美國報紙於 1930 年代一度認為記者署名的新聞即是為專業負責的表

現（Schudson, 1978）；也有新聞媒體認為專業即從業者應該把誠實、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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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與受尊重作為職業自我規範的重要原則；亦有主張專業最重要的特質

即「客觀」（Schudson, 1978）。另外就是新聞業能在公共領域自主運作。 

但是新聞專業除了應是工作者的職業準則，更應被整個職業社群視為

一種團體應共同遵循的美德。 

Reese（2001: 174）即說，專業不但是個別記者對新聞作為專業的一種

態度，也要思考不同社會文化脈絡影響下的專業的不同，因為專業被不同

新聞室實踐，不同國家也有不同新聞文化的表現。在不同國家更因新聞人

員的多媒體能力不同和社會不同需求，而有不同專業的實踐，這種專業分

殊如何表現，在不同國家都是十分迫切的問題（Willnat, Weaver, & Choi, 

2013: 178-179）。  

Wilensky（1964）的研究指出，職業發展成為專業通常需要經過五個

過程：(1) 從業人員可以全職工作、(2) 建立專業訓練學校、(3) 成立專業

組織、(4) 從業人員必須努力獲得法律保護、(5) 專業組織須頒佈專業倫理

規範以約束其從業人員。其中成立學校、進行專業教育培訓是衡量一項職

業是否發展為專業的最重要指標（Freidson, 1986, 1999；Hwang & Powell, 

2009）。他更指出，「新聞業要能作為一種職業」，應不只是美國或西方背景

下的產物，也需要許多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共同相信新聞業具有專業，而

且新聞人員的培訓和慣例都是廣泛分享的信念（Reese, 2001）。 

Reese（2001: 175）說，儘管新聞專業和傳統「專業」必須以取得證照

為條件有所不同，但是新聞業仍有許多專業的特質，包括記者應有倫理行

為的實踐以及新聞業對人類普世價值如尊嚴和隱私的尊重。Zelizer（2004）

也指出，「專業」需要具備專業特質，並有必要形成專業概念的完整體系，

他主張專業的特質應該包括技能、自主、服務導向、證照程序、能力考核、

組織、行為規範、訓練和教育課程（同上引：33）。 

由此可知，新聞專業既是一種職業的專業要求，需要有專業規範、專

業組織和法律保護，使其職業發展成真正的專業；但新聞成為專業也需要

成立學校養成，透過專業培訓教育以使該職業發展為專業。不過 Reese

（2001）認為，專業如何透過教育培養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他認為目前

新聞專業教育教學生的僅是媒體工作的入門技能，還不是更重要的公民導

向專業；新聞職場的專業已經發展成一種職業、組織、甚至產業或媒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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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在導向的實踐，但是學校並未履行這樣的教導責任。 

    無論如何，上述看法多認為記者應該是公正，中立，公平和可信的資

訊提供者（Deuze, 2005: 446-447），並以追求客觀報導為目標。然而新聞

機構像其他機構一樣，各有各自不同的邏輯運作（Friedland & Alford, 

1991）。但學者以為「專業」應該是制度化的行為指導方針，並為新聞業

「創造出獨特的類別、信念、期望和動機，從而構成從業人員的社會認同」

（Rao, Monin, & Durand, 2003: 797）。 

三、新聞專業主義為何重要 

    現代新聞專業主義在新聞業本身的自發行動中，逐漸成為職業上的自

我要求準則，且能長期形成媒體的專業自主，具有服務行業的操作型價值

倫理，「自主」預設新聞業為了獨立於經濟、政治或其他影響力之外，必

須付出努力。因此專業的實踐會鼓勵從業人員某些行為，而不鼓勵其他行

為。另外會因為該職業群體中，共同假設個人和機構都需要具有某種社會

認同，連結了個人和組織之間的關鍵行為，並力倡透過對特定角色的採納、

承擔某種身份、履行相關職責，從業人員因此感受到他們是新聞機構的一

部分。才能使新聞專業為社會肯認，並受到一定尊重。 

    但究竟哪些是「專業主義」裡的核心價值？包含哪些次概念？這些次

概念對於新聞專業為何重要？ 

    Beam et al.（2009）根據過往研究將專業的主要特徵，分為下列幾點：

(1) 職業具有核心知識與專業技術體系；(2) 從業者具有一定的工作自主

性；(3) 從業者視公共利益高於經濟收益；(4) 建立專業文化；(5) 通過教

育與培訓完成從業者社會化；(6) 從業者作品並非標準化產品；(7) 該職業

通常具有終身性（參見 Becker & Carper, 1956；Greenwood, 1957）。 

    Larson（1977）主張，新聞專業主義作為新聞業操作的規範體系至少

有三個層面：(1) 自我評價面：從業者將新聞專業和一般職業對比，強調

專業的獨立性、特殊聲譽等非凡特質。(2) 規範面：表現了新聞業服務導

向，賦予新聞業獨特的倫理規範，如此才能將社會授予新聞業自我規制的

特權合法化。(3) 知識面：要求新聞從業者必須經過必要的訓練，以便掌

握專業必備的知識和技能。新聞專業的特殊門檻由這三個層面構成，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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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新聞業者共享一個相對穩定的社群聯盟關係；確認這種身份，才能維持

特定的志趣和對職業團體的忠誠度。 

    Singer（2003）指出，雖然專業的定義眾說紛紜，然而仍有著理想職業

的屬性，並對某幾種價值存在共識。她進而提出三個來自社會學建構的專

業主義面向，分別是認知（cognitive）、規範（normative）和評價（evaluative），

她認為可以從新聞專業主義這三個面向，探討為何某些「專業」特色對新

聞業最為重要。 

    首先，新聞的認知維度與知識體系有關，專業記者應具有一定的知識

與技能，才能從事這份工作。這種知識雖然和教育與醫學、法律不盡相同，

聚焦在採訪寫作，實則關係著新聞工作者如何處理正確和重要的資訊。她

指出，根據一項對新聞業者和新聞系學生的問卷調查，不但受訪者皆認為

專業培養和教育是該學科是否專業的關鍵，也是美國一百多個新聞教育科

系和新聞業者職業公會共同肯認的價值觀（Singer, 2003）。 

    其次，從規範面來看，記者為民主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已是牢不可破、

歷久彌堅的信念，也是過往傳統大眾媒體共享的集體經驗和共同的象徵，

可以作為為何記者需要碰觸政治社會議題，又何以能代表公眾尋求真相、

及回應公眾需求之定錨（Althaus & Tewksbury, 2002）。記者需要遵守一套

道德準則，以尋求真實、盡量減少傷害、行動獨立和負責任作為核心概念。

唯有如此，記者才能從制衡和監督角色中，擁有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新聞自由保護的特權。 

    第三，評價面。評價面相當重視自主。專業記者應該擁有最大自主權，

不讓外部力量控制新聞活動（McDevitt, 2003）。記者擁有獨立工作的權利，

不能強迫就範，因為外部干預會損害他們追求公眾利益的誠信，並使他們

無法為工作負起責任（Newton, Hodges, & Keith, 2004）。唯有自主，才能

使記者獲得為公眾服務的聲望。權威消息來源也應認同新聞工作者應該為

公眾服務，負起應有責任，才能獲得良好名聲；這些權威不要也不能控制

資訊自由流通。 

    由於專業主義受到社會體制、政治、文化、經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使得專業主義的各項指標在不同地區、不同年代中，可能產生變化

（Freidson, 1999；Starck & Sudhaker, 1979；Svenss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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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主義曾以客觀和中立作為兩個最重要的特徵，也成新聞職業的基

本特性，然而學者逐漸認為新聞專業並無絕對標準（Donsbach, 2014）。傳

播學者 Carey（1978）曾說，專業知識和理念並非一成不變，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新聞媒體揭發政治人物醜聞和大企業弊端的扒糞運動興起，推

動社會的進步主義，也把新聞媒體的自由推到另一個高峰，也因為媒體在

進步運動中表現出色，專業主義成為多數媒體頌揚的價值，媒體專業主義

自此成為爭取新聞自由的火把，並成為點亮全世界新聞媒體挑戰威權的信

念（Gans, 1979；Lee, 1993）。 

    然而 20 世紀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專業主義的操作面受到強烈質

疑。在英國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以及 Todd Gitlin 等左派學者影響下，

媒體專業走向更「開放」，超越傳播理論的有限效果模式，批判學者 Carey

（1978）、Hallin（1986）等，更看穿新聞也是一種科層組織，專業會受到

有權力者和威權控制與影響，認為媒體報導受制於政治經濟力；新聞雖然

更加專業化，新聞記者和新聞學院的聲望也隨之提升，但事實證明新聞想

成為一個自主的生產領域，枉費心思。他們認為，一方面人們不可能不帶

有色眼鏡看世界；研究也顯示，雖然西方社會的政黨和政治不能再控制任

何新聞媒體，但媒體並沒有實踐它作一個政府看門狗的角色，反而和政治

場域有更深的糾纏，也不是所有媒體都能做到專業和追求事實的報導。 

    因此 Arno（1984）認為新聞專業主義並不是一種普世價值，記者的新

聞自由也並非所有人都想追求的目標，會隨著時間改變。Splichal & Sparks

（1994）發現，美國、德國和英國記者在新聞專業倫理的認知不盡相同，

記者對自己角色也有不同認知，德國記者偏好倡議式新聞（advocacy 

journalism），美國和英國媒體重視中立的角色。Patterson & Donsbach（1993）

以「新聞—政黨平行主義」（press-party parallelism）比較各國記者的新聞

報導和政治的關係，發現美國只有微弱的新聞和政黨平行主義，但義大利

兩者關係密切，德國和英國介於中間，Chan & Lee（1991）則發現香港雖

然歷經不同政治統治脈絡，但是新聞和政治間的關係非常密切。 

    因此，許多學者並不認為新聞界存在真正的新聞專業主義，更認為新

聞專業主義只不過是媒體精英的一種標準和理想，已和普羅大眾間的看法

脫節，甚至分歧（Johnstone et al., 1976；Weaver & Wilhoit, 1986；Tu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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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但是美國學者 Christians（2011: 33-44）仍指出，專業主義應是普世的，

其基礎是內部規範和自我約束，包括社會公正、真實、非暴力和人性尊嚴。

其中媒體自主是美國新聞界的職業尊嚴和自信的表徵，實施專業的對象和

踐行倫理者都是從媒體自身反求諸己，但新聞專業追求的價值也是尊重人

性和人類生命的普世價值。 

四、新聞自主作為一種專業價值 

    Weaver 等人（2009）對新聞工作者的長期調查均發現，新聞記者認為

自主性是工作滿意的重要原因，也是新聞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環，即使在威

權國家，新聞環境惡劣，監視、威嚇、起訴等手段無所不在，但是記者仍

把新聞自主列為最優先，發展出有創意的策略，以維持某種新聞自主

（Hanitzsch & Mellado, 2011；Mellor, 2009）。 

    新聞自主的概念興起於希臘哲學萌芽期。學者認為自主是橫跨意識形

態光譜的核心價值，值得珍惜，自主的新聞業才符合民主價值，因為新聞

獨立才能監督社會、政治和經濟。自主是西方社會關於專業的核心概念，

自主也是對職業地位的嚴峻考驗，專業需要有組織的自主，才能制定規則

和要求並控制工作條件，社會學家 Howard Becker（1976: 96）也提及專業

主張即是工作的完全自主。所謂自主指無論決策和判斷都有一套「自主的

知識」作為依據（Evetts & Dingwall, 2002）。 

    新聞自主（press autonomy）則指新聞媒體可以在國家和公司之間體現

獨立性。民主國家需要具體立法限制政府干預新聞甚至破壞媒體自主。當

然，新聞自主的鞏固與 19 世紀幾個國家新聞所有者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的鞏

固同時發生。相比之下，新聞自主是指記者根據具體規則和規範預先確定

其取得處理資訊的能力，而不受其他行為者的影響，包括設置保護記者免

受外部影響的障礙，以及制定規範記者的行為準則（Waisbord, 2013）。 

    不過法國學者 Pierre Bourdieu（2005）的「場域理論」揭示另一問題，

即所有媒體的新聞自主並非一成不變，Bourdieu 關心經濟資本對場域的影

響，並指出必須關注社會結構和文化實踐之間的複雜關係。其中有聲譽的

媒體，可能能在特定場域實踐其專業知識、語言運用，進行深度報導，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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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洞察力的評論。但一般情形是經濟資本的力量超過文化資本，因此

Bourdieu 認為新聞場域是個自主性很弱的場域，新聞場域雖然有共建的自

律規範，但是媒體的經濟資本如發行量、廣告收入或閱讀量等，是另一種

重要場域。媒體並不能追求真正的自主，而具有高度的他律性，儘管媒體

可以實踐一些特定領域的功能，但也不斷被自身最他律的部分進行控制。

新聞工作者在政治或經濟的限制條件下工作，不像過去那樣能夠樹立起純

粹的道德標準；另外從採集資訊和訊息生產的需要來看，記者已經受到外

部限制，媒體亦受到政治廣泛影響，這群工作者注定不能將專業規範加諸

自身（Bourdieu, 2005；轉引自 Champagne, 2005）。 

    由此可知，新聞自主雖然是西方新聞專業的重要主張，也在西方社會

發展了兩個世紀，西方媒體無不以展現自主獨立為榮，甚至不管是質報或

小報，多以自主作為媒體存在和記者自律都應該捍衛的價值（Deuze, 

2005），自主長期以來多被媒體作為應該做個有品質的新聞業之自我期許

（Weaver, 1998）。但由於社會條件不同，新聞專業主義在某些社會被視為

難以亟及的高標準，媒體自律也多歷經長時間的公共辯論、經過新聞界不

斷反省，才能形成共識。因此可知，西方新聞專業理念雖然可能在其他國

家孕育滋長，但不必然深化甚至滿足該社會的需要。     

    美國新聞專業主義的確立是和報紙脫離政黨影響獨立同時發展。二十

世紀初，美國新聞從業人員不願意再成為政黨的宣傳工具；有高道德標準

的記者認為，面對當時宣傳無所不在，人為操縱新聞與真相嚴重脫節，整

個報業有必要團結起來，一起維護新聞專業的正直與誠實，真正的新聞自

由不但應獨立於商業利益之外，也應獨立於政黨利益之外（Schudson, 

1978），因此於 1923 年成立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 ASNE）公布新聞規約，包括負責任、新聞自由、獨立、

誠實、真實、準確、客觀、公正等，其中更指出獨立是「黨派偏見破壞了

美國新聞事業的最佳精神，……也違反這一專業的基本原則」（Flint, 1925: 

428）。 

    馬星野是轉介美國新聞教育和新聞專業到中國的「新聞文化使者」，隨

著國民政府遷台，1950 年擬定的《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對台灣新聞事業

的專業化有指標性的意義。這份信條揭示維護新聞自由，善盡新聞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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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正確第一和公正第一的精神，都列入條文（第二、三、四、五條），不

但介紹美國專業主義的追求的目標和精神，也落實在台灣發展的新聞教育

裡，從新聞機構和新聞教育雙雙仿效與實踐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然而也

隨著環境變化而歷經轉折，將在下面析述。 

參、新聞專業主義在台灣 

一、新聞專業主義引進台灣與轉化 

    20 世紀美國記者在各種世界會議上提倡保障新聞記者的權利，1934 年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 Ackerman 要求美國政府以退出各種國際會議

的杯葛行動來支持實現世界的新聞自由。 

    創設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即政大新聞系前身）的馬星野也因為 1931

年赴美讀書，對美國新聞專業化運動並不陌生，更因他熟悉美國 1910 年開

始發起的新聞專業化運動，這種專業主義理念也隨著馬星野來到台灣，而

引入新聞界。 

    馬星野（1967：105-106）投身新聞教育時曾說：「沒有新聞自由就沒

有民主政治」，他認為培養負責任、尊重自由、有修養、道德高、觀察力強、

能正確反映民意的新聞記者有助實施民主，也致力將美國報業的作法引進

台灣。 

    薛心鎔（2003）曾經這樣描述馬星野，「馬星野先生在美國接受新聞教

育，富有自由主義精神，標榜的是正義與公益。回國來辦政校的新聞教育，

他仍然本著這個信念，培養的是新聞記者，不是黨政幹部」（同上引：32-33）。 

    馬星野於 1950 年代引進「新聞專業主義」，引進的背景是希望讓美國

新聞界要求的正確、公正、客觀的經營理念和操作規範，對於新聞專業化

應能發揮正面作用，然而他的專業主義並非純美國式民主監督的媒體專

業，主要在否定資本家操控的報紙擁有新聞自由，他更強調新聞專業最重

要的是追求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和世界和平（《中國新聞記者信條》第一

條），由此可知馬星野仍然抱持媒體應該服務國家和民族利益的觀點，重視

社會集體利益甚於個人權利（轉引自蔣海斐，2010）。 

    馬星野在 1950 年擬訂通過的《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對台灣新聞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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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化有指標性的意義。這份信條揭示維護新聞自由，善盡新聞責任，

追求正確第一和公正第一的精神。這份信條的第八條強調「參加此業者，

應有高尚之品格、不受賄、不敲詐、不諂媚權勢……」。第十條提到參加此

業者「對於公眾問題、應有深刻之瞭解與廣博之知識、當隨時學習，不斷

求知，以期日新又新」。因此可知，這份信條有美國新聞專業主義觀，但未

完全複製西方新聞的價值體系。另外他也忽略新聞工作者和新聞業追求獨

立自主的原則，但這正是美國專業主義的核心價值。 

二、政經環境改變中的新聞專業主義 

    追隨美國社會責任論的腳步，1950 年台北報業商業同業公會成立，成

立大會通過採用馬星野先生擬定的「中國新聞記者信條」，以為自律策勉。

這是台灣第一個由民間報業機構成立的公會。 

    但如果從當時國民政府遷台的處境來看，來自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在

台灣不能擺脫政治控制。也就是隨著大眾媒體在台灣普及，早年新聞教育

目標卻仍如 1935 年中央政治學校（國立政治大學前身）校長蔣中正所揭示

「宣傳即教育，故新聞記者應為國家意志所由表現之喉舌，亦即社會民眾

賴以啟迪之導師」，並以此作為新聞界共勉之目標，包括善盡普及宣傳、宣

揚國策、推動建設以及發揚民氣（王洪鈞，1993）。 

    馬星野於 1939 年 9 月 30 日發表〈三民主義的新聞事業建設〉，也闡述

何謂符合三民主義思想的新聞學，仍不脫離民族至上和國家至上的原則，

但他也主張三民主義的新聞事業目標「不是為資本家賺錢，不是為統治階

級說謊，而是為著全社會中每個分子（國民），同全社會的整個生命（民族）

服務」。顯示他否定英美資本主義報業體系的角色，而提出儒家傳統重視國

家甚於個人的概念，也具有輕財重義的作風。 

    不過我國新聞界仍在馬星野等人的倡議下，走向新聞自律，並發展成

有組織的共同行動。 

    1963 年台北市報業新聞評議會成立。該會網站說明當時成立的背景，

主要因為出版法修法要加重罰則，1958 年初，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為了阻止

「文化三害」（赤色、黃色與黑色刊物）的氾濫，進行出版法五度修法，增

訂撤銷登記與加重罰緩處分，以便循合法途徑來加強管制。這兩項增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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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讓新聞界深感不安，當即表示強烈反對。同年 5 月 4 日，台北市報業

公會上書立法院請願，籲請廢止出版法或作合理的修改，以保障人民應享

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一條明定的新聞自由權利。台灣全省民營報業亦發表

聲明，指出修正出版法違憲。台灣省雜誌事業協會、台北市新聞通訊事業

協會發表聲明表示反對，希望政府撤回出版法草案。台灣省民營電台發表

聯合評論，反對此修訂案。台灣省議會亦於 6 月 3 日通過臨時動議，建議

立法院慎重審議出版法修正案，以維護言論自由（新聞媒體自律協會，

2016）。 

    另一個原因是「瑠公圳分屍案」報紙報導引起社會反感。1961 年 12

月 27 日，台北市發生「瑠公圳分屍案」，直至翌年 2 月 19 日始破案。這段

期間，各報競打高空，繪聲繪影，誇張渲染報導，甚至暗示或影射某人為

兇手，但事後證明是無辜者，不少人受到冤屈。由於社會輿論指摘要求報

業檢討反省，使得新聞評議會得以催生（新聞媒體自律協會，2016）。無論

是新聞評議會、報業公會、或後來的新聞媒體自律協會，這些機構成立，

意味台灣新聞媒體也可以像美國新聞界一樣，用自律的機構邏輯連結新聞

機構和個別工作者，因而在社會認同、角色採納和履行責任上，都可以讓

記者更容易得到實踐專業的價值，也容易形成自覺是新聞機構的一份子之

參與感。  

    台北市報業新聞評議會成立時，當時報紙如中央日報、台灣新生報、

聯合報都發表社論表示，認為「這是新聞自律的開始，也是報紙法律地位

的確立」（聯合報 1963.09.02，社論），（該評議會）可以對有爭議的新聞或

評論「有一公允的裁決」（大華晚報 1963.09.03，社論），可知當時該會主

要工作為局部的新聞自律工作，並受理各界對新聞的投訴進行審議，並可

提出對媒體不當編輯政策的評議，走向專業自律的方向。不過因為制度欠

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工作未達效益（盧治楚，1969）。 

    1971 年由於媒體已不是報業獨大，當年 4 月 29 日，台北市報業公會、

中國廣播事業協會（即中華民國廣播電視事業協會前身）、中華民國電視學

會、台北市新聞通訊事業協會及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擴大籌組成立第一屆

「台北市新聞評議委員會」（簡稱「新聞評議會」），評議範圍包括台北市地

區的報紙、廣播、電視、與通訊社在內。1974 年記者節，再把台北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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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委員會改組擴大為「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2001 年，由台北市

報業公會、中華民國廣播電視事業協會、和中華民國電視學會等八大團體

成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聞媒體自律協會」，目前是台灣唯一跨媒體自發

性自律組織。 

    專業主義實踐在很多國家遇到的挑戰是國家的介入，自律是實踐新聞

專業的方式之一，西方國家強調新聞自由，但是在亞洲國家往往由新聞媒

體成立公會或自律組織，可以獲得部分專業自主，然而很多亞洲國家、特

別是東南亞國家的新聞從業人員仍需要經過奮鬥才能爭取到專業地位

（Lehmann-Jacobsen, 2017）。 

    羅文輝（1998）的實證研究探討台灣的新聞專業主義和新聞記者角色，

認為台灣新聞記者並不一定要接受新聞專業教育及取得證照，主要因為新

聞事業比重相當大的新聞從業者，並非新聞傳播科系畢業生。羅文輝與陳

韜文（2004）在另一項 1996 至 1997 年的調查發現，台灣地區的新聞從業

人員只有 48% 是新聞傳播科系的畢業生。因此在「專業自主」方面，雖

然大多數國家的憲法保障了新聞自由，但是新聞室的運作經常受到政治與

商業利益的控制和干擾。在「專業責任」上，由於新聞人員參與專業組織

（職業工會）的比例偏低，諸如「中國記者信條」等倫理規範無權約束所

有的新聞工作者，同時也因商業人士入主新聞事業，經營邏輯大幅改變，

使得新聞人員逐漸從傳統的專業人士轉為媒體老闆的受雇者，並影響其專

業承諾。另一項較新的研究（張曉等，2015）也顯示，新聞從業人員受過

新聞專業教育的人數比例偏低，是新聞和傳統專業最不相同之處。 

    隨著時間演變，台灣另一個政黨民主進步黨於 1990 年正式成立，台灣

民主政治進入另一階段。徐嘉宏（2003）研究發現，台灣的媒體體系在民

主化發展的過程中，國家與媒體的關係受到很多不同力量的影響而改變，

在台灣解嚴後，商業力量快速崛起，市民社會逐漸萌芽，對於國家與媒體

的關係開始產生質變。戒嚴時期，由於當時是黨國體制的威權體制，國家

的領導是黨政一元化，對於媒體只存在著由上而下的單向關係，國家運用

黨國體系的複合組織及動員，再配合多重的政策實施，官方全面介入操控，

排除異議雜聲，當時媒體主要是配合政令宣傳的教育工具。解嚴後到政黨

輪替前，國家控制已經減弱許多，仍然存在隱性控制，如國民黨的文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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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對記者公會控制，無線電視台的所有權不願鬆手。不過媒體市場結構也

因禁令解除，趨向多元化的自由競爭市場發展。此時國家與媒體存在雙向

影響關係。政黨輪替後至今（2002 年），除了道德及法律對內容的制衡，

政治控制已大幅減少，市場法則日益居於主導。 

三、新聞專業主義在台灣實踐的觀察 

    臧國仁（1998）在總結對媒體專業主義的研究之後指出，媒體的專業

主義或者說客觀主義，通常指所謂客觀性的報導，即新聞工作者的報導講

究公平、公正、公開、平衡，獨立超然，不偏不倚。媒體專業主義既是一

個理念，也是一套行爲方式，也即相信有客觀的事實存在，同時使用各種

方法，比如儘量不受消息來源、政治經濟等客觀環境因素或議題本身色彩

的影響，對正反兩方面進行平衡報導等方法，來達到客觀的目的（參見陸

曄、潘忠黨，2002）。 

    翁秀琪（1992）認為，新聞專業和新聞媒體內部自主性有關，但是在

台灣的新聞媒體組織結構下，新聞專業人員只是事業主的雇員，像其他營

利事業受雇員工一樣，完全需要接受事業主的指示，為事業主的利益服務。

而在現實中，如果事業主忽略新聞媒體的新聞事業倫理規範，或不尊重專

業人員的專業決定，而將新聞媒體視為謀取個人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的工

具，不僅新聞人員的新聞自由未獲保障，新聞媒體也喪失其制度的功能。

報禁開放的第一年，有 122 家報紙完成登記；到了 1992 年，雖有 270 家報

紙登記，但只有 58 家真的出報（譚士屏，2000：42）。其中報團和財團支

持的報紙歷經競爭仍能存活，反而是首都早報、環球日報以及公論報等在

報禁開放後兩年內休刊。連自立晚報（在報禁開放前頗有根基）在 1994 年

也轉手（林麗雲，2008）。 

    1994 年 6 月，自立報系爆發股權轉移風波，自立報系員工發起行動抵

制具財團背景的新資方，此事件得到不同報紙記者的聲援，1994 年 8 月，

一個由十人組成的跨媒體小組決定發起「推動編輯部公約運動」連署。1995

年 1 月 22 日，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籌備委員會決議於同年 3 月 29 日舉行「台

灣新聞記者協會成立大會」，1997 年並成立「目擊者雙月刊」，2000 年改名

為「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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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起，台灣報紙出現一波倒閉風。2001 年自立晚報停刊，2002

年勁報停刊，中央日報減薪減張。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和新生報共用新聞

平台，各自出報。2003 年香港蘋果日報在台創刊，其圖像化和小報化新聞

帶給本地報紙新的衝擊。但是除了報紙小報化問題外，新的問題來自電視

新聞文化界線的爭奪戰。電視新聞處在新聞和娛樂文化的交界，從業者往

往認為電視娛樂媒體的特性多過新聞（Williams, 1972）。Williams 在談電視

科技時，認為電視兼具影像和電影特質，帶給社會最大影響是社會和政治

關係的全面改變，主要因為電視的電子科技讓其有了新的詮釋權和社會輿

論主導權，其速度和聲光能夠滿足民眾的新需求，電視不僅成為新的傳播

體系，更成為新的社會機構。 

    早在報紙倒閉風潮出現前，1999 年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

會，簡稱「媒觀」，這個由學界、媒體實務界以及關懷媒體環境的公民所

組成，是台灣第一個建制化的媒體監督暨改造團體。除了致力於媒體識讀

教育的推廣，在專業上重視媒體公民權利的維護、媒體勞動權益的伸張、

媒體公共性格的確立和媒體多元結構的建制。 

    張文強研究電視新聞特質，並從實務工作者的工作場域來檢視新聞專

業。張文強（2015）發現，實務場域有一套工作邏輯，讓他們以不同於新

聞專業想像的標準處理新聞。張文強以「做電視」取代「做新聞」說明這

個現象，指出在商業思維下的媒體市場環境，觀眾收視率被列為編輯室首

要目標，新聞成為一種敘事展演文類，吸引目光的素材被大幅套入預設好

的立場與故事情節中，取代查證、核實等工作。這和林照真（2005）所提

到的在賣新聞的邏輯下，「深度報導」成了「商品類型」，「主播專訪」是「產

品規格」，「SNG 新聞連線」清楚標價，新聞跑馬燈也可以拿來賣錢。報紙、

雜誌還會強調圖文並茂的「企劃採訪」， 而為了獲得購買者青睞，更有媒

體以強調曾獲「最佳主播獎」、「採訪獎」來招攬生意，有異曲同工之處。 

    從上述研究可知，新聞專業中「專業嚴謹的控制」指的是新聞產製過

程對外部的封閉，也因這種封閉，造成新聞業的權威特質。不過解嚴以來，

受到政治和商業因素的影響，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和工作連繫已經大不如

前，收視率帶給媒體商業思維的衝擊，已經瓦解部分新聞的專業基底，如

張文強提到的「做電視」取代「做新聞」，預設立場的腳本和故事情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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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聞敘事主軸，違反 Deuze（2003）所說的新聞是提供信息而不是先入

為主的觀點之原則。更無法與社會大眾公開對話。 

    近年來，台灣的網路和社群媒體普及，帶給新聞媒體快速又強烈的衝

擊。根據 MMA（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近期公佈的「2017 年台灣

媒體白皮書」，台灣網路廣告加速成長，傳統媒體加速衰退。網路廣告於

2013 至 2016 年的成長率，依序為 17.8%、18.3%、19.6%、33.7%，相比之

下，報紙、雜誌、廣播三大傳統媒體，近三年成長率分別從衰退個位數到

兩位數，2016 年甚至衰退超過兩成。  

    一些研究發現，新聞媒體在若干新聞報導上，已經不再重視公共利益

和公共服務的議題，例如徐美苓（2015a）研究發現，各媒體在提及能源類

型、框架、引述消息來源等類別中有所不同。整體替代能源報導的數量雖

不低，在提及可增進公眾議題參與的元素上卻相當不足。徐美苓（2015b）

另一項研究也發現，比較台灣受訪者使用電視、報紙和網路三種媒介新聞

的可信度發現，閱聽人使用新聞管道並不多元，而閱聽人對接觸特定媒介

管道之新聞亦有個人偏好，當今個別新聞媒體無法避免有其特定意識型態

或政商相關利益，認為媒體建立自我素養提升更是重要。 

由此可知，近年新聞業內部制度邏輯已經更加疏離專業和自我提升，

而會重新塑造出特定的行為模式和社會關係，而且因為網路的興起，傳統

的專業新聞受到挑戰，新聞產製界線模糊，使得新聞機構本身在認知到外

部競爭對手（網路、社群媒體、公民新聞）的挑戰時，更缺乏對於適應這

種新分歧的批判性審查。 

    Craft & Davis（2016）認為，全世界的新聞專業主義皆深受美國專業

主義影響，李金銓（2018）也指出，美國媒介專業主義的脈絡是源自市場

經濟的勃興，並蘊藏進步運動出來的「恆久價值」，在理念上有溫和漸進民

主改革的精神。不過實際上，這種看法在近年已經波瀾起伏，飽受批判。 

肆、專業主義的重建與道德勇氣的啟蒙 

    德國傳播學者Deuze（2007）分析發現，網際網路的時代裡，新聞責任

已經從組織轉移到個人身上，主要原因在於新聞工作面臨許多科技改變，

使得以往個人在專業上和新聞機構的連結已有不同的發展。Craft &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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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也指出新聞業如同其他專業，隨著社會發展，公司內部邏輯會受

到挑戰，使得工作上的界線產生模糊，進而產生衝突、拉鋸，媒體機構為

了適應這種分歧，反而更會去劃清或是拓展專業的界線，這就是所謂的「邊

界工作」（boundary work）。 

    由於媒體界線模糊，「新聞」已成為一個浮動的術語，表示許多事件、

人物或活動的敘事形式和認識論，取材和敘事的任意性變得更不定

（Waisbord, 2013）。新聞業也因為產品多樣性發展，使媒體之間的競爭更

加激烈。記者的職業的專業性、權威感也因為網路參與文化形成和開放，

使其專業權威、職業聲望和新聞是否具有「有償價值」，都出現新的選擇

與爭議。 

    記者和新聞業的界線模糊，已使其變成不確定的角色和對非傳統新聞

形式的新觀點，數位媒體引發的新聞形式和實踐的異化，進一步推動再概

念化專業主義的主張（Singer, 2003）。Lewis（2012）也主張，新聞業的變

化已產生深層影響，中介的多元聲音正在擴張，重新在傳統新聞的專業邏

輯與參與邏輯之間劃出媒體存在的分歧點，專業主義提供給媒體的保護已

經不太可能持續，也帶給「新聞專業」如何在社群媒體時代實踐的挑戰。 

    新聞專業的起源和人類歷史哲學的美德關係密切，「專業勇氣」近年

被新聞倫理學者重新提起，成為新聞空間受到多種社會力侵蝕，是以應該

作為反制或批判的新倫理價值觀（Christians, Fackler & Ferre, 2011）。 

「勇氣」這個概念在西方社會已有逾千年的歷史，西方歷史往往用相

對獨立的無畏行為（通常處於危險境況下）來闡釋勇氣。但當代更以多元

概念理解勇氣，回到人類共同經驗和理解，認為公民對官員產生一種犬儒

主義，不再信服官員一在重複的聲稱，卻又言行不一，而認為不該一昧接

受，不加質疑。新聞機構如果自許為公民的代言人，就應該有專業特質，

用專業標準提出質疑，這也服膺了人類原本具有這種重要的德性與經驗。 

    新聞倫理學者 Christians, Fackler 和 Ferre（2011: 182-183）指出，美德

是人作為人類的特質，從孔子和 Aristotle 的觀點，人類的美德是從教育和

習慣長期涵養得來，可以在後來形成一種人類的智慧，以及對正義、智慧

和勇氣的價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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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勇氣」（professional courage）是個近年逐漸受到重視的概念，

這個概念源於希臘哲學家 Aristotle，他曾提出五種勇氣，第一種是政治或

民間勇氣（political or civil courage）。Aristotle 引用蘇格拉底的話說，勇氣

是一種知識，勇氣的習性和理性推理有關（Christians, Fackler & Ferre, 2011: 

92），其動機就是一種美德，也被人認為是一種高尚的情操。勇氣作為一

種德性，表現一種性格的概念，是指人類舉止表現具有一致性，它使得人

類自主擁有追求更好動機，並在對的時間以對的方式做對的事，它不是為

了獲取主觀的讚美，有時反而要承受長時期的痛苦（p. 96-97）。 

    2006 年美國新聞教育學會主席 Dane S. Claussen（2006）在紐約發表演

講時指出，新聞業面臨的危機是：專業知識和教育不斷與時俱進，然而最

大問題是信心危機，他舉出華盛頓郵報公評人 Deborah Howell 為例說「無

所畏懼」非常重要，這樣才能傾聽人們底層的心聲，而勇氣、耐心、容忍

和自信都很難在學校教育中傳授，因此他說，勇氣要伴隨成熟和經驗成長，

從事新聞業需要具備勇氣，才能對抗社會的不正義；新世代記者除了尊重

新聞室的多元價值和有才華之外，勇氣更是專業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能力。 

    何謂「專業勇氣」？Bowlin（2016）指出勇氣是一種熱情，是一種道

德的認識論，常和正義追求緊密相連，也會協助人們判斷什麼時候該做什

麼。但是勇氣的實踐和環境變化一樣複雜，因為勇氣先要認知社會中有種

種結構的不平等，其中以政治權力和商業所有權的結構最易產生影響，出

現了被邊緣化的團體，因為有勇氣介入的德性是指先認識社會上如何產生

差異、社會階層的形式為何，主導社會闡釋的支配力在哪裡，如何造成社

會不公，才能批評權力和造成社會差異的責任何在，這是一種辯證關係的

確定過程。 

    傳播倫理學者 Lambeth（1990: 37-38）曾說，專業勇氣就是一種堅忍

不拔，用勇氣表現不同的行為，在專業上表現獨立，他也認為勇氣應該是

專業教育的一項重要元素，在教育中要教的是討論何謂「理想的社會」。

但 Lambeth 的勇氣概念比較是一種自己小我的責任及自我提升的實現。

Christians 等人（2011）把勇氣和道德的想像結合，提出思與行合一的概念，

並認為勇氣和傳播應該放在倫理實踐中，當作幫助閱聽人提出對專業質疑

的一種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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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理學者 Sandra Borden 發展新聞學實踐的德性倫理，並且把勇氣當作

常規原則中應該持之以恆的美德（Borden, 2007）。她認為，新聞是一種極

為特殊的知識實踐，應該要以一種協力合作的標準來調查與解釋威權機構

和其表現，才有理性知識的產出（同上引：63）。新聞並非為自身目的生

產，而是為了幫助公民參與和人類蓬勃發展。 

    Borden 相當重視德性對於人類實踐扮演的角色，另一位倫理學者

McIntyre（2007）也支持這種看法，並指出所有新聞實踐都建立在人和人

之間的關係，因此需要勇氣、正義和誠實。這些美德能成為新聞實踐的核

心，才能提供個別新聞工作者力量去抗拒目前專業遇到的外在壓力。 

    Borden 主張專業現在已經成為一種認同和孕育向心力、維護新聞工作

的專業實踐，也在西方社會的個別新聞者和國際上形成一種新的新聞規範

目標。這個國際化的凝聚力和價值觀，可以提供新聞業和新聞工作團體跨

國的追求共同利益的支持，讓新聞記者覺得自己並不孤單，也不用害怕獨

自面對打壓。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或國際調查記者編

輯（Investigative Reporters and Editors）這類組織，無論在提升專業標準和

具體化專業實踐都已發揮作用。 

    Christians 等人（2011）指出，東方的孔子曾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在儒家學說中，智仁勇是三達德，勇即勇氣的意思。但是專業

勇氣雖然是新聞專業實踐的重要原則，卻始終僅在討論階段，沒有成為新

聞專業主義的信念。不過 Schudson（2015）說，無論媒體怎麼變化，我們

誰都無法擺脫集體人類知識的局限，只要我們隨時把專業知識當作新聞工

作的生活常規，重視事實和理性，就不能說我們生活在後真實的時代。 

     儘管日常新聞工作很少需要有勇氣的行為，儘管專業勇氣過往雖然較

少被提及，但新聞媒體無論追求自主、品質和服務社會人群，在複雜的政

治經濟框架下，仍然需要以勇氣作為相對的常規，也呼應 Borden（2007）

的看法：認為專業勇氣的概念化應從日常工作做起，亦正如 Aristotle 所說

「勇氣可以成為生活中的思維和每天行動」，以此滲入新聞工作者的觀察

和報導中，形成專業意願（professional willingness），勇氣不一定能在日

常採訪發揮作用，卻能做到專業意願的形成，讓從業者願意從問題中學

習，不怕失敗，重新嘗試，勇氣可以讓從業者更能面對各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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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代結語 

    回顧新聞專業主義在台灣和美國的發展，發現台美專業主義有共同內

涵，但隨著科技變革和數位化趨勢，專業概念中的客觀、真實不一定隨著

市場化和自由化的特徵使一國的新聞文化呈現良性發展。 

    過去台灣對新聞專業的研究多半關注已開發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專業

主義發展，其概念為我們熟知，也經常作為借鑑和付諸實踐的理想類型，

但由於台灣在新聞或傳播專業主義的研究太少，以致無法從更全面、更動

態的觀點，觀察長期處於動態變化、複雜的媒介體系以及專業之間的互動

變化。但台灣學術界並未持續重視，亦未將其概念進行系統性比較。未來

應以更動態、全面觀點視之。 

    二十世紀專業主義發展以來，西方新聞業一直將專業視為一種規範性

的理想（normative ideal）。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台灣開始引進「新聞專業

主義」的概念，一直沒有真正將其理論化。在過去發展中，新聞專業主義

曾和看門狗的概念相容，也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中間也看到不同媒體角

色的差異。 

    本文簡述台灣的專業主義發展和新聞專業化歷程，發現台灣以一種混

合路徑迎向西方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專業化，建議未來應該開始確立我們缺

少什麼，例如近年西方倡議的「專業勇氣」也許適合作為其中一項起步，

但源於西方中心主義的專業理論不見得完全適用在台灣。 

    由於台灣媒介體系的複雜和不斷變化，早年的新聞記者信條和現今各

電視台多設立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會，雖然似乎希望能從新聞專業體系，

為媒體輿論監督找到一個前進的新方向和持久的路徑。然而新聞專業主義

概念在台灣的踐行，對媒體要求自主經營的目標追求幫助較大，但是對於

報導追求客觀公正等新聞理念和操作規範卻每況愈下。 

    2008年一項研究發現台灣受訪者對電視與報紙新聞可信度的感知皆為

中立偏負向，且報紙新聞可信度顯著低於電視新聞可信度。徐美苓（2015b）

的調查分析發現，2012 年受訪者對電視新聞的可信度比 2008 年還要顯著

下滑；報紙新聞可信度則和 2008 年差不多，為中間偏負面。徐美苓分析認

為是因為 2003 年以來新聞過度強調聳動與侵犯隱私的報導風格（羅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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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新聞內容商業或政治置入行銷或因媒體併購引發之媒體間的攻訐造

假等事件（〈臺灣媒體亂象 OUT!〉，2012.08.02；〈新評會公布傷很大新聞

排行榜〉，2013.04.11）、以及電視新聞報導內容的不實或不公，已連續四年

（2011 至 2014）高居民眾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申訴廣電內容比例最高的

類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4.03.17）。這些專業職業觀的下滑，媒體

喪失公信力的現象，顯示新聞專業主義和專業表現日漸衰落，造成新聞媒

體角色的萎縮，權威地位正在消解，值得分析的關鍵之一，正是新聞文化

和政治經濟利益的潛在雜交。 

    歷經不同國家新聞文化的長期實證比較研究，已發現許多國家的專業

主義發展走向窄化和複雜化。因此 Waisbord（2013）認為專業主義在新聞

場域，應該作為一種有特殊價值的分析概念，並應和實踐的工作價值相提

並論： 

    當新聞系統的邊界不斷擴大。新聞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航行，也

面臨未來會如何的疑慮時，了解新聞業如何保持其獨特地位，非常重要。

社會應該持續加強它作為專家仲裁者的角色，並試圖維護對抗外力的自

主。（同上引：10） 

    也就是新聞專業有其複雜結構和面向，不僅表現在認知面（什麼是新

聞），還有評價面（新聞角色的專業為何）、表現面（專業角色的具體化

實踐）。因此 Waisbord（2013）曾主張採用 Bourdieu 的「領域」理論和社

會學「角色」理論，重新探討數位時代的新聞媒體和從業者應該有哪些更

一般化的職業角色定位和再概念化；Waisbord 仍然把新聞視為專業、獨特

和自主的社會領域，主張新聞從業者作為一種職業，應該是因為記者編輯

有能力提供他人不能做的事，然而他也強調，從過往新聞專業主義的發展

過程來看，新聞業已經需要轉型，由於社會中的公眾識辨力和批判意識正

在增長，新聞業揚棄專業，反而對自身是一種傷害。作為一種職業，新聞

需要「自主發展和維持純技術和專業知識的實踐規範」（Waisbord, 2013）。 

    本文回顧專業主義的發展和其在台灣的適用過程，並說明專業新聞的

理念雖然在台灣發展起來，並被新聞教育者和新聞工作者共同理解，但從

台灣傳媒體制結構來看，新聞從業者的工作中只能部分實踐專業主義。

Christians 和 Nordenstreng（2004）指出，起源於美國的社會責任理論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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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監督新聞和客觀性規範成為美國和歐洲媒體機構的基石。儘管新聞

工作者在世界各地的政治，法律和經濟條件存在極大的差異，但新聞獨立，

專業和民主之間的觀念深植各地。另一方面，網路新聞講求的即時、快速

性，改變記者的工作方式。雖然網路和社群媒體使記者更容易傳播新聞故

事，但也打破過去記者與其他新聞組織角色的界線。例如記者除了產製新

聞文字，包括拍攝照片、影片，然後編輯發表於多個媒體平台，這些新的

職業義務，可能會增加記者的倦怠，疲憊和壓力。 

    就台灣現狀而言，台灣已受西方、特別是美國專業主義影響，新聞媒

體普遍認為媒體具有監督者的角色和立場，記者和社會大眾已經同化地接

受新聞應該基於事實、客觀的專業價值，即使台灣的政治經濟干預主義明

顯，具有自由主義特色的新聞文化仍是媒體重要信念，但是因為媒體在實

然面扮演不同角色，和社會大眾期望有相當落差。 

    但是從比較的觀點來看，西方社會和台灣因為社會、政治、文化的差

異，實踐過程有所不同，歷經政治環境變動的國家，記者在規範面實現監

督政府的角色就有很大差異。這也支持兩個重要理論：與政治體系的互動

是決定新聞媒體如何運作的重要因素（Mancini, 2015）；職業角色取決於

當地社會政治條件變化的特定性質，尤其特定的歷史背景非常重要（Vos, 

2017）。 

    近年西方社會和台灣本身都對媒體濫權的媒體亂象很不滿意，也想限

制媒體權力。但是西方社會本於希望媒體更專業更自由和更自主的動機，

而不擬放大政治或法律權力作為規範，更不希望使新聞自律變成自我審

查，導致「專業」意理變成政治法律問題，如此反而和專業主義的實踐有

很大扦格。 

    但是台灣廣電媒體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近年卻

以立法要求媒體「自律」作為媒體應有的「專業」標準。2017 年 1 月 18

日 NCC 召開記者會，說明草擬《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在對新聞媒

體的專業自主部分進行適度規範。但是該法草案不但未見與新聞自主相對

的新聞專業主義定義與範圍的討論，亦顯示法條文字並不清楚西方專業主

義是把「自主」視為一種由新聞業自覺遵守和相互監督的行為，並不是「法

律」規範對象。可知這部法案似顯示政府欲以「專業」為名，用法條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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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系統性的新聞干預，此一目標將開啟新聞「專業」尋找政治化分類

的約制關係，與真正自由主義的「專業自主」概念背道而馳。 

    如果健全的民主政治需要以新聞專業主義實現為前提，近年的倫理學

者倡議的專業勇氣，將可和新聞媒體如何實踐新聞專業特質互相呼應，如

今「倫理勇氣」成為許多美國記者為了追求國家利益而進行一場文化戰爭

的共同信念（O’keefe, 2018.06.14）。未來研究也有必要擴大這方面的研究，

以更細緻地看出台灣在新聞實踐的新表現和新定位，並觀察專業在不同新

聞之間和之內的重要微妙的差別和混合。 

    從這個意義上，如果台灣媒體希望借著專業主義提供新聞工作者更有

力的公共服務策略和對話，推動公眾重視媒體的角色和積極改變，恐怕媒

體自己本身要從混合的角色出發，了解新聞角色如何在不同情況下出現監

督、中立或順從的分類，並且從組織（市場導向、政治傾向、平台技術、

公共或私人媒體）、新聞常規（時效、資源、數位化、融合程度）、新聞

專業開放或封閉等重要因素，持續分析新聞專業在台灣短中長期表現，以

及如何解決政治社會制度帶給媒介體系的問題，有過的共同努力，以擴大

我們對媒介專業的理解，提供新的見解和方向。否則新聞業遇到這些複雜

又迫切的重要挑戰，任務將會更艱巨，走向專業規範實踐的道路可能更崎

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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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conceptual change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Western society. Then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elusive 

concept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Taiwan and how it evolves in this 

highly competitive media environmen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western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was founded on the premise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paper looks into the issues and challenges to media 

professionalism brought by the political interferences from both press-party 

parallelism rul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and adoption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va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 context in Taiwan because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has a blurred boundary. Taiwan still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in its adoption of media professionalism. Ethicist Sandra Borden has 

developed a normative theory of journalism as practice based on virtue ethics 

and relying on courage as one of the sustaining virtues in the normative 

endeavor. Aristotle and Confucius both said that courage was a kind of 

knowledge.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age can be at the core of 

news work as it is defined in the field of virtue ethics. Such actions can be 

journalists who see themselves and their profession as fundamentally connected 

the creation of a better society that enables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to 

flourish. Journalists and journalism are clearly included in this effort.  

Keyword: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media in transition, professional  

courage, new media, Taiwan 

 


